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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到酴醾事未了

□王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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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1）

从一场历史交锋看文学批评的标准
□马 驰

1935 年 12 月，朱光潜在 《中学生》 第 60 期上发表
《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 一
文。作者认为中国诗中的佳句有好些对他是若即若离的。

“风晨雨夕，热闹场，苦恼场，它们常是我的佳侣。我常
常嘴里在和人说应酬话，心里还在玩味陶渊明或者李长吉
的诗句。它们是那么亲切，但同时又那么辽远！钱起的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对我也是如此。” 这一
时期的朱光潜特别推崇“静穆”的审美态度。他在自己的
著作或译介中曾经多次反复地向青年读者推荐这种“静
穆”的审美态度。在这篇文章里，他又以佛家和希腊神话
的典故进行比喻性的描绘，指出“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
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以说它泯化一切忧喜。”

“把诗神亚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
间却常如做甜蜜梦，不露一丝扰动的神色。”这些都是他
对“静穆”的赞美。此外他在翻译 《柏拉图文艺对话录》
的“会饮篇”时也曾这样描述：“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
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
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
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于惟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
象的学问。” 可见，他是把“静穆”作为一种诗的“极
境”和美的“最高境界”看待的。为了达到这种境界，朱
光潜主张采取一种“凝神观照”的态度，而这种“观照”
的根本点，就是要与现实人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一种审
美的静观的距离。他之所以持这种审美态度，说白了是认

为“……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
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而人心太坏的重要原因，就是社
会上绝大多数人只是像蛆钻粪似的求温饱，缺乏美感的修
养。其实朱光潜的针对性是十分清楚的，作为一个自由主
义文人，他看不惯中国整个的左翼文坛，他更不了解中国
人民的解放斗争，在涉及社会政治主张和文艺基本观念的
时候，朱光潜不能沉默，他要以“静穆”来和“为大
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甚至是“为国防”抗争。

《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虽没有完整地表
达朱光潜的“静穆”的全部审美态度，但他却在文中以

“静穆”尊奉陶渊明，贬低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
人。对他的这种审美态度，鲁迅给予了必要的回击。

鲁迅从选本说起，指出：“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
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
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
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
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他以陶渊明
为例指出：鲁迅以史料证明，选本的选者对作者的评判起
了很大的作用，也提醒读者注意不要被选者的个人倾向所
蒙蔽。鲁迅在文中还指出，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
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
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世无干，读者没有见
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恍惚。“看见了朱光潜先生的

《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的文章，推这两句为
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鲁迅
指出：“读者是种种不同的，有的爱读 《江赋》 和 《海
赋》，有的欣赏《小园》或《枯树》。后者是徘徊于有无生
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即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
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
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于是‘曲终人
不见’之外，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笙歌归
院落，灯火下楼台’之类，就往往为人所称道。因为眼前
不见，而远处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这就是道士之
所以说‘至心归命礼，玉皇大天尊！’也。”

鲁迅指出了朱光潜所推崇的“静穆”其实是“虚悬了

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也就是说“浑身静穆”
的美学理想是根本不存在的乌托邦。即便是古希腊文学也
不全是“静穆”，“荷马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
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于是鲁迅指出：

“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
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 鲁迅还
在文中论及钱起的 《省湘灵鼓瑟》 这篇科举考试的试贴
诗，就全篇而言，要证成“醇朴”或“静穆”，这全篇实
在是不宜称引的。因为中间的四联，颇近于所谓“衰
飒”，而钱起考试落第后写的《下第题长安客舍》，则感叹

“又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世事随时变，交情与我
违”。用鲁迅的话说，“一落第，在客栈墙壁上题起诗来，
他就不免有些愤愤然了”，“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
四位，有时都不免是怒目金刚”。朱光潜的审美倾向在当
时的自由主义文人中颇具代表性。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矛盾
并非一无所知，也有所了解，但又感到无能为力，他们主
张通过点滴的改良来疗治社会创伤，寄希望于学术自由和
教育独立，借此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形成新的文化传
统。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他们一方面无法回避，但一
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试图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为了保障自
己的人身尊严，他们宁可遁入象牙之塔，“静穆”的审美
态度正是这类自由主义文人的心灵写照。

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看到了自由主义文人的心灵
缺陷，也看到了他们所鼓吹的美学观念的空灵与虚伪，

《题未定草》 之六正是对自由主义文人美学观念的有力批
判。应当说，作为两种社会思潮和文艺观的交锋，鲁迅对朱
光潜美学观念的批判还是十分平和的，而且也言之有理。这
篇文章从表面上看，多为引证、考据，绝无左翼文艺界常用
的术语流露，但从内容上看却是一篇充满唯物史观的战斗
的檄文，文章的背后足以说明文艺批评其实不仅有价值标
准，而且这些标准背后反映的是批评者的立场和价值取
向。在鲁迅与朱光潜的这场交锋中，鲁迅的审美态度显而
易见，鲁迅“史底唯物主义批评”立场显而易见。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出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
的观点并不陌生。为什么说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是文

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并构成方法论思想和一种基本原则
呢？ 首先，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作为批评的最高标准即
一种方法论和原则，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它既反映了文学
作为意识形态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文学这种特殊的意识
形态特性。其次，按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美学
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作为方法论思想和基本原则是有其基
本内涵并相互联系的。就美学的观点而言，在评价文学作
品时，最重要的是看作家的创作是否符合艺术的规律和遵
循正确的美学法则，是否有艺术独创性和较高的审美价
值。例如，马克思批评拉萨尔的悲剧 《济金根》“席勒式
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恩格斯批评拉
萨尔“为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
忘掉莎士比亚”，就是因为拉萨尔违背了文学创作应当从生
活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的美学原则。此外，如文学作为理
想性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相统一的原则，典型人物性格的
代表性与独特性相统一的原则，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相统
一的原则，艺术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原则，以及艺术风格的
独创性和多样性原则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批评重要的美
学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是
建立在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这是他们与黑
格尔、别林斯基批评观的根本区别。特别是恩格斯后来明
确提出他并没有否定使用其他视角和维度的标准对文学进
行批评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道德的、党派的观点虽有其特
定的视阈，但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存在一定的褊狭，容易导
致忽视甚至践踏文学作品的艺术规律和审美特征的倾向。
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则具有开阔的视野，
能够全面准确地揭示文学的根本性质和规律。

如今，当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学批评提出质疑，当越来
越多的人对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提出质疑，当我们不得不
认真思考如何提高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时候，重温鲁迅与
朱光潜的那场历史交锋，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美学的观
点和历史的观点的经典论述，是否会给我们更多启迪呢？

古希腊的柏拉图在 《理想国》 中说过这样一句
话：“神不是万物的起源，但神是一切好事物的起
源。”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也是这样。好的文学批评
与好的文学创作应该是一种互补关系，进一步，如
果批评家从事创作，也应该是这种互补关系吧，至
少反映在作品上会有些独到之处，当然这是理论推
导，好与坏还是要以作品为依据的。

何英便是这样一位批评家。多年来，何英从事
当下文学的研究与阐释工作，写下了 《理论的过剩
与叙事的消融》《当代文学的十个词组》《疲劳的文
学 疲劳的批评》《当叙事遭遇信息》等等颇有分量
的文章，站在学术前沿对时代与文学进行辨析，发
出锐利且不失睿智的声音。学术之余，何英还从事
散文写作，展示了作为女性批评家的另一维度。而
这是我在阅读她的 《白雪莲之幻》 后才恍然知晓
的，这个批评家原来还是一位能够描摹女性心曲，
雕琢红楼人物，在春风的璀璨里感悟杏花种种不同
的散文作家。对于杏花，我察焉不深，只记得宋人
陈与义词中的一句：“杏花阴影里，吹笛到天明。”
这样的杏花只属于清丽、幽寂的星夜，不若何英笔
下的杏花，那样沸沸的民间而别具情趣。在鲁迅文
学院读书的那年，何英乘公交车去北京植物园，寻
找绽放的杏花，但是没有见到。幸好见到了黄叶
村，据说是曹雪芹的故居，心情才大为改观。但
是，在植物园里没有见到的杏花，在动物园却是烟

霞一片，此地的花朵朴素得叫她感动：“那一股馨
甜，炊烟一般散去，远方的人闻见她似有还无的香
踪”，不禁产生一种迷惑的韵味。何英为什么会产生
这样的感觉，我不得而知，也许她在那一刻想到了
天山的冰雪与山麓之下的绿洲。然而现实是在人流
如织的动物园里，初春季节的动物苏醒了，而且是
与杏花一起苏醒了，熊猫、斑马，这两种动物有一
种共性，都是黑色与白色相间的皮毛。熊猫是动物
中的贵族，游人难以和它亲近而只能远观，不像斑
马，可以吃女士手中的花生，而且周围还有几株杏
花“开得正好，斑马不愁没有知音”了，“不知是杏花的
馨甜催熟了斑马，还是早熟的斑马叫醒了杏花。反正，
早春时节，动物园里的杏花与斑马看见了对方，看见
了春天”。从杏花到斑马，从双方的眼睛里看见了春
天，这样绘雕杏花的文章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而难免
涌起新奇之感，这就是批评家的潜质在自然面前而产
生的化学作用吧。何英的这篇散文名曰 《杏花烟
霞》，清新奇崛而难得一见。

类似的文章，我喜欢的还有《垂柳》。遣之于她

的笔端，有北京的垂柳，西湖
的垂柳，圆明园的垂柳。洗尽
了铅华，西湖的垂柳更为灵秀
绰约，仿佛经过高人点拨，很
懂得疏落之美，像极了南方的女儿。北方的垂柳则
是浓绿地挤在一起，均匀地垂下来健硕而直爽。在
这样的垂柳面前，她不禁想起和硕县的垂柳了，“就
在和硕宾馆的大院里，有一棵枝条全部垂落在地上
的大垂柳”，她不相信在这里，在南疆与北疆之间，在
半绿洲与半荒漠的地方，会有这样一株垂柳：“当时只
顾惊叹、凝望……可以肯定的是，这决不是一棵寻常
的垂柳。”她后来清楚了，这是一株远嫁西域的大清公
主手植的垂柳，而这位公主处于坚持一统的大清天子
的父亲与叛乱的丈夫之间，丈夫死了以后，她的遗愿
是埋骨树下，她相信地下的水都是相通的，可以随着
地下的水而返回故乡。与《杏花烟霞》相近，何英的这
篇散文也不长，但却是一波三折，颇具顿挫之态而潜
藏叙事智慧，所谓“唱曲之妙，全在顿挫”，在当今
恣意、随便、泛滥的散文时代是颇可注意的。

如同许多女性喜欢在 《红楼梦》 女性的天地里
寻找自己的梦，何英也是如此，在宝钗与黛玉之
间，求索可以抵达津渡的舟楫。但何英毕竟是批评
家，在幻化的感性世界里显示出理性分析，而且现
实的批评家，难免以今人的眼光谛视古人：如果是
现在，宝钗与黛玉在一家大公司，一个做人事主
管，一个做项目策划，她们的配合一定会珠联璧
合，风生水起，“这才圆了世上男人的好梦——钗黛
合一”。她们都是绝顶聪明的才女，在电脑时代，大
可不必为了一个宝玉争得生离死别。在曹雪芹的时
代被压抑的爱欲“成全了女孩儿的悲剧，在以后，
只有轻喜剧与滑稽剧了”。这就如刘熙载所说：“入
他神者，我化为古人；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因
为古今毕竟不同，钗黛之间，在当下女性批评家的
笔底掀起的不再是千红一窟的涟涟泪水，而是姹紫
嫣红的盈盈春光。虽然开到酴醾的时候，春天的花
事即殒谢，但有谁能够否认娇嫩的花朵曾经怒放，
韶秀的生命曾经美好呢？

如何增强当代文艺批评的有效性，如何
增强当代文艺批评的力量，这既涉及批评家
的批评观，也涉及文艺批评的文风。因而这
不但是一个文艺批评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
文艺理论问题。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不是停
留在口头上，而是希望切实改善和加强当代
文艺批评，从理论上解决当代文艺批评所面
临的困境和出路，并最终落实在当代文艺批
评实践上。我们提倡结合当代文艺批评实
践探讨这个问题。

——编 者

《文脉传承的践行者——叶以群百年诞辰纪
念文集》由叶以群先生的哲嗣叶周主编，上海三
联书店 2011年 8月出版，蒐集了巴金、刘白羽、
周而复、荒煤、艾明之、于伶、罗荪、凤子、戈
宝权等许多著名作家怀念与叶以群先生共事的文
章和叶子铭、徐缉熙、燕平、吴立昌等私淑弟子
回忆自己从叶以群先生言传身教中受到的恩泽。这
些文章从各个方面生动细腻地刻画了叶以群先生在
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活动。

过去我只知道叶以群先生是文学理论家。我在
大学教文学概论时，就曾采用他主编的 《文学的基
本原理》 做教材。1948 年前后，我在哈尔滨外专学
习时，曾读过一本维诺格拉多夫著的 《新文学教
程》，印象至今很深；但是译者是谁，我当时没有留
意。这次读这本文集我才知道，译者就是叶以群先
生，而且知道了，“他译的 《新文学教程》，在广大
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像普罗米修斯把火盗给人间，他在国民党统治的茫
茫黑暗中播下革命火种，引导不少人走向革命战斗的
道路。”（见本文集收录的刘白羽《以群印象》）。

从这些文章里， 我知道了叶以群先生，不仅是
一位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编辑家，而且是中国共
产党的忠实党员。他 1932 年加入共产党，在周恩
来、周扬、潘汉年等人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出
生入死做了大量工作，曾担任过左联组织部长， 是

“出名的左翼评论家华蒂”，长期作为茅盾先生的助
手，编辑刊物，出版书籍，他勤勤恳恳，努力耕
耘。在编辑刊物、出版书籍的过程中，他不遗余力
地热心培养青年写作者。刘白羽说，“我知道现在活
跃在文坛上的有些人，就是在他一点一点循循善诱
下，由一个普通写作者而成为作家的。”收在这本文
集中的艾明之、叶子铭、燕平、吴立昌、王永生、
徐缉熙等人的文章可以作为这句话的注脚，这些文

章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作者所受到的叶以群先生的
教诲和扶植。

从这些文章里，我还知道了，这样一位学识渊
博、久经考验的优秀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活动的组织
者和领导者在革命胜利后却因为这些出生入死的敌
后工作而遭到迫害。1955 年潘汉年因“领袖的意
志，无人能够撼动”（叶周语） 而锒铛入狱，叶以群
先生也被撤销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职务，控制
使用，直到“文革”开始时被逼自杀。叶周在《他在清晨
和困惑告别》一文里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其父的一生。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张春桥
天天逼迫叶以群揭发周恩来和周扬等领导他进行革
命文艺工作的同志；叶以群先生为了不为虎作伥、不
陷害领导和朋友才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本书跟其他同类书籍不同的地方是，除了许多
名家回忆文章以外，还有主编叶周撰写的多篇背景
介绍文章——这些文章除了补充了一些历史人物跟
叶以群先生共同活动的细节以外，还介绍了这些历
史人物本身鲜为人知的生平经历、悲惨遭遇和心路
历程。

叶周的这些文章是很有分量的。特别值得一读
的是《一代人的鲁迅梦——赵丹的遗憾》。在这篇文
章里，叶周告诉我们，拍摄电影 《鲁迅传》 得到周
恩来的支持之后，1961年初成立摄制组 （筹），于伶
担任历史顾问，陈白尘、叶以群、唐弢等集体编
剧，陈鲤庭执导，1963 年选定演员：赵丹饰鲁迅，
于蓝饰许广平，孙道临饰瞿秋白，蓝马饰李大钊，

于是之饰范爱农，石羽饰胡适，谢添饰阿 Q。赵
丹在自述中说，“明确宣布由我主演鲁迅。我得到
了最倾心的角色演，浑身经脉都舒畅。兴奋得不
得了，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他穿着鲁迅的衣服回
家，把家里变成了鲁迅的书房，细心琢磨着鲁迅
的举手投足和言语顾盼。可是就在上海天马电影

制片厂准备开拍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发来了通知，
要求大写新中国成立后的13年，《鲁迅传》就这样被
终止了。赵丹临终时，极其痛苦地感叹：“我以20年的
艺术年华迷醉饰演鲁迅，终于成了深深的遗憾。”正如
叶周在该文中说的，“这一遗憾，不仅仅是赵丹个人的
遗憾，同时是中国电影界的遗憾，因为时至今日我们
的银幕上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栩栩如生的鲁迅形象。”

叶周收录在本文集中的另一篇文章 《从以群保
存的郭沫若通信想起》 也同样发人深省。叶周在这
篇文章中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日益频繁的政治运
动，文艺界首当其冲，每一次都是遍体鳞伤。不论
是自己的朋友，或是其他人被整肃，置身在这样的
气氛中都会增加自身的不安全感。在友人的记忆
中，昔日豪放、浪漫的郭沫若，不再有开怀欢笑的
时刻。”作者用鲜为人知的生动具体事例说明了郭沫
若“内心的挣扎、良知的煎熬和灵魂的痛苦”（叶周
语），我们从文章中可以看到郭沫若事事小心，处处
逢迎，但最终仍未能避免落到连自己亲生儿子也保
护不了的悲惨境地。

从这本文集里，我们看到了叶以群、赵丹、郭沫若
的遭遇并不是个案。书中提到的老舍、巴金、傅雷、于
伶、罗荪等许多文学家都有类似的遭遇。其实他们的
遭遇不过是中国整整一代文学家悲剧命运的缩影。

这本书的价值已远远超出
了纪念文集本身的意义，它可
以作为那个特定时期的文学史
料来读。

一代文学家的悲剧
□陈殿兴

性本美善，而非丑恶，因此，性本无罪。然而，作为高级动
物的行为，性之美在于性与爱的结合，并要遵循一定社会中
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否则就会转化为罪。而且，性道德在
人的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一个突破了性道德底线的
人，往往也就很容易突破其他方面的道德底线，于是，性罪又
衍生出他罪。当下中国许多贪官的堕落都从性放纵开始，就
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因此，人类社会中的许多犯罪都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归属于“性之罪”。这些犯罪似乎发自人类的本
性，又似乎是对人类本性的颠覆。

在小说 《血之罪》 中，我曾探讨了人性善恶的问题，
但主要是就个体而做的解析。在小说 《性之罪》 中，我继
续了人性善恶问题的探讨，而且多发自群体和社会的视
角。其实，书中人物身上的恶，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
或少地存在着。换言之，每个人都有恶的行为，只是程度
不同而已。因此，要预防和减少犯罪，就要改造我们的行
为。然而，人的行为是受环境影响的。

人性中既有恶源也有善端，因此社会环境就成为影响
人类行为善恶的决定因素。如果社会环境养善，那就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向善。如果社会环境养恶，那就会有越来越
多的人向恶。在当下中国，人们经常感叹好人太少。在一
个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鼓动人们为成为强者而进行恶
性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很难“与人为善”。在一个从道德和
文化两个层面都纵容人们为获取个人利益而弄虚作假甚至
坑蒙拐骗的社会中，人们很难“独善其身”。于是，在官场
上，在商场上，在各行各业的职场上，人们都竭力发扬自
己体内的恶，以便对抗并战胜他人的恶。有些贪官在为自
己的恶行辩解时声称“不得不做”；有些奸商在为自己的丑
行辩解时抱怨“别无选择”；甚至一些外商到中国行贿行骗
却说是“入乡随俗”。此外，有人还主张“以恶治恶”，“以
暴去暴”。例如，有些执法者就以执法对象是“恶民”和

“刁民”为理由，公然使用恶性执法手段，如暴力执法、刑
讯逼供、野蛮拆迁等等。但是，以恶治恶，只能使人更
恶，只能使社会环境更加恶化，因为在“狼”的世界中，
谁都不甘心为“羊”！

要使我们的社会行为环境能够养善，就必须有人率先
行善。那么，谁应该率先行善？我以为，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应该率先行善，因为这
样做比较公平。如果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率先行善，那就会使弱者更弱，不利于社
会的公平正义，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其实，这也符合强势群体的利益，因为
强势群体最需要社会的和谐稳定。所谓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就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
和掌握财富的人。要想保住已经掌握的权力和财富，他们就需要社会的和谐稳定。
如果社会不和谐，不稳定，他们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就会受到威胁。人类的历史已经
无数次证明了这个社会变革的规律。对此，强势群体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忧患行
为，只有以实际行动抑恶扬善，才能防患于未然。

构建抑恶扬善的社会行为环境，必须以民主和法治为基本路线，其中，制度建
设是关键。在当下中国，制度的建立还是由政府官员说了算，因此，能否建立抑恶
扬善的制度，掌握决策权的官员就成了关键的关键。在此，政府官员必须为了人民
的利益，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例如，建立真正的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
的有效措施，也是在社会中抑恶扬善的示范性制度，但是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官
员的隐私权。倘若掌握决策权的官员能够损己利群，则善莫大焉。此外，在中国应
否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等关系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做到决策过程的公开
而不仅是决策结果的公开，那也是抑恶扬善的制度性进步。至于如何公开，笔者曾
提出一个简便易行的建议：向全国人民电视直播开会讨论的过程并要求每一位决策
者以实名制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诚然，这样的制度有些难为决策者，而且是决
策者自己难为自己。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难为自己，堪称“上善”！

在《性之罪》中，韩昕昀、陆伯平、夏大虎本来都是善良之人，但是社会环境
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步入歧途，弃善从恶。由此可见，人之善恶要受社会环境的影
响，而社会制度是社会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在良好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行为也
会趋向善良。

和人一样，制度也具有遗传性。虽然政权更替的时候，新的执政者往往会宣称
要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但是，旧制度的“遗传基因”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得到传
承。尽管我们曾经壮志凌云地“砸烂旧世界”，甚至不顾一切地“破四旧”，但是，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制度中仍然带有过去的“遗传基因”，包括不良“基因”，如人
治、专制、特权，以及非文明的斗争模式。

如何改良中国社会制度的“基因”？我们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可以从一些具
体的“小制度”做起，使之成为“良性基因”，然后再推动“大制度”的改良。例
如，我曾经提议，为了降低官职的诱惑力而建立一种成就感均衡的干部晋升制度，
即升官不升薪，要坚持“善本位”的“选举”标准，无论在哪个行业或界别，只有
多行善事和关心公益的人才能成为“两会”代表或委员。

我以为，上述良好的“小制度”是有可能在我国的一些地区或单位率先建立
的。这样的“小制度”多了，就可以改良中国社会制度的“遗传基因”，就可以使
越来越多的人向善行善。而且，作为“遗传基因”，它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后代，使
韩昕昀、陆伯平、夏大虎的子孙们不会重蹈从纯洁到邪恶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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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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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

作家柳萌 30 年前曾在《中国青年报》《解放军
报》《辽宁青年》等报刊，以“青春寄语”专栏的方式，
写过大量有思想有才情的文章。当时在青少年读者
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柳萌的《放飞心灵的风筝》近
日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本散文集分“心苑芳草”、

“韶光背影”、“青春书简”、“远景近情”、“迟悟人
生”、“人间世景”六辑，收录文章 92 篇，既有熔思
想、抒情于一炉的美文，又有集叙事、描写于一体的
作品，文字精短，运笔流畅，内容充实，情感真挚，是
一部适合青年阅读的书。 （籍 云）

柳萌散文集《放飞心灵的风筝》出版■书 讯


